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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815.htm 在司法与传媒之间关

系方面，除了传媒监督司法的重要性以及这种监督所应当遵

循的必要规范之外，司法机关应当如何更好地保护新闻自由

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而且，近年来涉及传媒的名

誉权官司愈来愈多，一些似是而非的做法已经对新闻自由原

则构成了程度不同的伤害，因此亟待研究和解决。 我国宪法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害。”从理想化的角度看，言论与出版自由的

权利与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利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自由意味着可以从事法律许可的任何行为；超出法律的范围

，损害了公民----民法通则更在公民之外加上了法人??的名誉

权，“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以及机构当然有权提起诉讼，

侵犯名誉权者要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构成诽谤

罪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现

实比理想状态要复杂得多。所谓新闻，报道真实情况固然是

它的重要使命，但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尽快地作出报道。既

要真实，又要快速，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于传播资讯之过程中，要求传媒所及之任何事实均属正确

无误，恐非易事。对以此为业者，此种天衣无缝之要求标准

，更系难如登天，故对被告至为不利。因此原告之名誉虽得

确保，但同时却可能影响他人意见表达之自由。尤其原告为



公务员，而被告为反对政府之人士的，妨害名誉之法制即可

能成为政府打击异己之利器，法院亦因此于无形中被利用为

政治压迫工具。”（法治斌著《人权保障与司法审查》之“

论美国妨害名誉法制之宪法意义”，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

，30页）世界上一些讲求法治的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例如，早在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便判决认为，所有情节均须属实的要求势必会导

致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的后果（NewYorkTimesCo．v

．Sullivan,376U．S．254）。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报道任何事

件的时候，如果传媒都谨小慎微，“治学严谨”，对所有细

节均要考证准确，那么就是以科学家的标准要求记者或传媒

文章的作者，新闻本身的时效性便谈不上了，言论自由的生

存空间（breathingsspace）必丧失殆尽。 不仅如此，任何揭露

性的新闻报道，即使是全部细节均为真实的报道，也必定使

被揭露者尊严受损，名誉下降。况且法律上所谓“侮辱”在

实际生活中不大容易给出一个严格的界定。不久前的一个案

件，原告人指控一篇报道中使用的“专横跋扈”、“刚愎自

用”等词汇构成了对他人格尊严的侮辱，他认为自己是“刚

毅果敢”、“当机立断”。对同一种行为，视角不同，所用

的描述语言会出现很大差别。怎样是正当批评，怎样是恶意

侮辱，二者之间难以找出泾渭分明的界限。如果没有立法上

以及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严格解释，承办案件的法官就会无所

适从，当然，腐败也可能在这种法律的漏洞里繁衍滋长。一

些名誉权案件的当事人千方百计力求使案件在本地法院审理

，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国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有关名誉权规

定存在着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可以提起名誉



权诉讼的主体方面作深入的考量和区别对待。实际上，对不

同主体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例如，国家公职人员

的诉讼资格就需要加以限制。由于公职人员握有相当的公共

权力，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法，乃至日常言谈举止

是否妥当，对于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关系极为密切，

理当受到传媒更为严厉的监督。如果允许公职人员轻易地提

起名誉权诉讼，则必将导致对传媒的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利

将会丧失。至于公众人物（通常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影视或

体育明星、社会团体领袖等等，也包括由于卷入重大事件而

暴得大名的普通人），之所以得到与公职人员相当的对待，

是因为这些人物也拥有对社会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受到媒

体更多的关注，因而拥有利用传媒澄清不实报道的能力。这

也是对等原则的体现。 限制诉讼主体的资格，意味着法院在

受理案件之前，应当对原告人的资格以及相关证据进行更严

格的审理。对于原告人没有确凿证据显示传媒恶意侵权的诉

讼，法院不应轻易受理。这里所考虑的仍然是传媒尤其是敢

于直言的传媒的生存空间问题。假如凡起诉法院均受理，传

媒必将频频涉讼，而且在目前新闻管理体制导致“异地监督

”成为流行做法的情况下，传媒接到的将大多是来自外地法

院的出庭传票。高昂的律师费以及差旅费势必使传媒不堪其

苦，且不说败诉，就算是全部案件都胜诉，恐怕也是“惨胜

”。因而，尽可能减少这类诉讼给传媒带来的无奈和劳顿也

可能是明智之选。 可是，如果传媒都由于这种“惨胜”而三

缄其口，我们的社会将会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在这里

，法律界实在可以说是责任重大。我们需要在个人权利与言

论自由之间作出更好的平衡。很显然，两者都很重要，不过



，在许多情况下，要使两者都得到完善无缺的保护却是人力

所无法达到的境界。人们只能有所取舍，追求有助于良好制

度形成的平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